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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马来西亚华人史，必须从马六甲开始说起。因为马六甲是华人

在马来半岛最早的聚居地，故而在大马华人史上有重要地位。长期W来

对17-19世纪马六甲华人史的研究，多依赖青云亭的碑刻。这些中文材料

已经被前辈学者"P且嚼"殆尽，因此更为深入的研究，现今则较为少见。

这主要缘于"巧妇难为无米之炊"，没有新材料，自然研究也就止步不

前。21世纪的学术界讲求创新，表现在"新材料、新角度、新方法"兰个

方面，如果学术著作能居其一，即属于成功创新者。尤其是"新材料"，

属于可遇不可求。新的材料，往往可填补历史微观研究的空白，使历史

宏观研究的局部更为丰满和充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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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宝山上明清墓碑众多，这早己为学界所熟知。虽然学者皆知其学术

价值，但数量众多，加上马六甲气候炎热，故而W—人之力难W将碑刻文
字整理出来。笔者在田调时曾数次登上H宝山，也只能是望碑兴叹而己。
最近获华研赠送黄文斌副教授所著《马六甲兰宝山墓碑集录(1614-
1820) » (华社研巧中也出版，2013年11月，W下简称《集录》），甚
为惊喜。惊喜的是马六甲有新材料公布，可tU对早期华人历史作进一步深
入的研究。仔细读后，有一些感受。W下谨就该书有关内容略陈己见。

一、墓婢：马来西亚华人史妍究不可或缺的史料

众所周知，早期南来华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，很难用文字来记录自

己的活动和思想，故而留下只言片语都实属珍贵。对于200多年W前的马

六甲华人史研究，除了青云亭的数块碑刻，W及荷兰殖民者人口统计的数
字，就很难再有新的材料能进行挖掘了。因此几十年间，早期马六甲华人

史停留在片段的描述，甚至是想象的状态中。这实在是与文字材料极为稀

少有密切关系。因此，学界一直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出现。《集录》一书就

提供了进一步研究马六甲华人史的重要史料一一墓碑。

碑刻文献学认为，W石质材料为书写载体的铭刻文字称为碑刻。W碑

刻构成的文献称碑刻文献，是出止文献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献。而墓碑，

就是其中沿用不衰的一种形式（毛远明2009: 6)。从汉魏W来，很多有

钱人不仅都会在坟前树立墓碑，上刻碑文，叙化墓主的简单经历，W歌颂

为主。南北朝则开始大量出现墓志铭，叙述志主谱系，记其生卒年月，述

其行事，标识埋葬地点，表达对墓主的赞颂、哀悼和怀念，墓志铭埋进坟

墓，W求永远铭记，虽山谷变迁，而不至磨灭。同时墓碑的功能则逐渐退
化，恢复到仅标记墓主姓名、生卒年等简单内容（黄金明2005: 124-267)。

对于研究中国元代W前学者来说，由于资料的局限，墓志铭是重要的
研究材料，不仅可补充史实，甚至还可纠正史书的偏差。而对于明清
史学者来说，建构区域史，有明清两代不断修纂的地方志，有本地文人的
文集笔记，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种档案记录，墓志铭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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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相比之下，早期大马华人中缺少文人阶层，文献记载就成为可遇不可

求之事。直至19世纪末20世紀巧，依然要通过南来的清朝文人和东来的欧

洲人之记载去认识当时的大马半岛的华社。

对于大马华人墓葬来说，没有墓志铭是普遍现象，那墓碑就成为重要

的文字记录。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如今华人墓碑基本上都集中在大

马境内大大小小的义山内。如果从顾预刚先生"层累的历史"观点来看，

义山的墓碑，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累积起来的华人史的缩影。建构区域华人

史，最早埋葬的墓碑，可W给予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。而任何重大的、或

者微小的事件，都是在之后的时间内陆续发生。由此才能避免平面化的叙

述，方能建构立体的"历史感"。因此，义山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，就是

早期华人的拓殖史。其次，中国墓碑多埋葬故±，多是宗族葬在一起，因

此无需标明籍贯。而早期华人虽然集中于华南地区，但来源复杂，因此墓

碑标明籍贯，W彰显自己的原乡认同。墓碑就可W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

资料。再次，对于19世纪末方成形的华人聚居区来说，很多墓主的后代尚

存，因此，通过墓碑上的人名作为线索，很容易进行口述史的访谈。由于

二战日本入侵造成大量文字记录被人为毁坏，口述史的材料就可W弥补文

献记载的缺失，部分还原百年前的区域华人的变迁史。

就笔者所见，傅吾康、陈铁凡二位教授整理的《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
编》，W及庄钦永的《马六甲、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》，所收兰宝山墓碑

非常有限。而迄今对大马义山墓碑进行整理的，仅有张少宽对榜柳鸣福建

公冢和家冢墓碑的整理（张少宽1997)，白伟权对柔佛新山绵裕亭义山墓

碑的整理（白伟权2011)，W及最近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‘。林

德顺对吉隆坡福建义山部分墓碑的整理。这些资料都是令人鼓舞的。《集

录》一书的出版，就为早期马六甲的华人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。当然《集

录》仅截止到1820年，虽然书中说附有CD光盘将1820年W后的墓碑信息

复制在内，但笔者未能看到。期待着作者能够将其后墓碑的进一步研究早

曰公布，推动早期大马华人史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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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国史：马来西亚华人史硏究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

中国历史上的明、清、民国（1949年W前），是兰百年内大马华人陆

续南来的时间背景。W马六甲华人来说，历经了这兰个阶段，W榜糊喝来

说，有清代中晚期、民国。W吉隆坡来说，仅有清代晚期、民国。甚至不
少华人聚居区的历史，是从民国才开始的。这些不断南来的华人，都带有

自己南来时间点的历史记忆。

比如甲必丹曾其禄，据神主牌，知其出生年为崇被癸未年（1643

年），并且为"避难义±"。《集录》云"他为明朝人，明亡而不愿受清

人统治故南来马六甲"（页33)。明朝1644年3月李自成入北京，崇被皇

帝自溢在煤山。但是当时江南各地依然还是处于明朝地方官员的管辖之

内，4月底、5月初崇被皇帝的死讯传到江南，引起骚乱，直至5月15日弘

光帝朱由核在南京登基，方才稳定下来局势，江南半壁依然还在明朝手

中。由此开始了南明各个小朝廷与清军对抗的历史。1645年5月清军攻克

南京，弘光政权灭t。同月，隆武帝朱幸键在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的支持

下福州即位。而后郑芝龙投降清军，隆武政权结束。郑成功则固守厦口、

金口与清军对抗，直至1661年横渡海峡驱逐荷兰殖民者，占领台湾。1674

年郑经陆续接受泉州、渔州、潮州的投靠，但两年后退回厦口，1680年最

终退回台湾（顾诚1997: 431-448)。曾其禄南来应在成年W后，大致在

1661年至1680年之间。郑成功和郑经都奉南明永历皇帝正朔，因此，曾其

禄南来的背景，是清军先后占领淳泉和台湾，他不肯投降清朝，因而被

称"故明显考"，恰如其分。

在兰宝山的清代墓碑上，妇女的题名也不尽相同，有直接用姓名的，

有用"溢号"的，有用某口某氏的，还有用"孺人"的。按照明清制度，

只有韦品官的夫人才可被称为"孺人"。想来埋葬在呈宝山上的"孺人"

们，不大可能是屯品官的夫人。那么为什么会有数量不菲的"孺人"存

在于兰宝山呢？其实这些"孺人"都是客家人。客家妇女去世后皆称

为"孺人"，不论丈夫是否是官员。传说南宋末年粤东客家妇女保护帝胃

南逃救驾有功，故特准客家妇女于手上佩戴龙头手濁，死后墓碑上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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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凿上"孺人"两个字。这也就成为识别客家妇女的一个标志（谭元

亨2005: 399-400)。笔者依据《集录》中的墓碑，逐一分析可知确切地

点的籍贯，验证了 "孺人"籍贯多来自于客家区。并且在田调过程中，也

经常可W验证这一现象。近日笔者去安邦田调，在莲花庵里，摆放着数十

年前创始僧人对父母所放的牌位，上书"本院开山主持本生父蔡公克岐

母刘孺人神主"，从"孺人"二字笔者猜测主持是客家人。询问庵中僧

人，果然主持籍员惠州，为客家人。

明清地方基层村落名称繁多，县之下的村落称呼五花八口，不一

而足。至于明代淳州乡村多实行"都-社"制度，清代改为"都-保"

制，"保"类似于如今的行政村，"社"类似于自然村。故民间依然使用

明代的基层"社"的称谓。墓碑上的籍贯也显示出了这个特征。如1783年

的王克忠墓碑标明"甫山"（《集录》页59标注为"广东省"），这己经

不是如今的地名，用谷歌地图是不可能找到的。在台湾苗栗县竹南镇慈裕

宫口口现存古青石狮，上有题记，云乾隆四十年（1783年）福建潭州府龙

溪县二十九都甫山社王静观敬献（黄鼎松1998: 67)。"甫山"在哪里的
问题，迎刃而解。可知清代淳州龙溪县依然在使用明代"都-社"的籍贯

地认识。这种情况在兰宝山清代墓碑上比比皆是。

事实上，不仅研究早期大马华人史需要具备明清史的常识，辛亥革命

心：；>后的中国历史对大马华人史研究也很重要。尤其是来自于福建、广东为

主的第一代南来华人，与籍贯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W之为主要成员的各

类社团，对籍贯地有着密切的关注。笔者最近看雪兰薬福建会馆1930年代

的会议记录，发现会馆对闽南地区的关注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，会馆领袖

多为第一代南来，对那里发生的事件多有反应。因此不了解华南地区的近

现代史，就无法深入理解大马近代会馆的活动。中国史中的明清史、民国

史，就成为大马华人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。

呈、籍贯：马来西亚华人史硏究不可或缺的内容

"籍贯"是一个家族族群认定的某一时期的某一位祖先的出生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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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曾祖父及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。对于吉隆坡华人来说，
很多人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之后南渡，因此籍贯就带有出发时的时代色

彩。"籍贯"带有强烈的层次感，在不同的环境适用不同的层次，体现出

一种地域上的."差序格局"观。"差序格局"指中国社会结构是W人伦为
基石，己为中屯、，推出与自己产生社会关系的人群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

的差序。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，愈推愈远，也愈推愈薄。被圈子的波纹

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，每个人在不同时间、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也是不同的

(费孝通1988; 24)。在传统的亲属关系之外，同族、同乡、同姓、同

窗，乃至口生故旧W及同业等都是重要的社会关系。"差序格局"超越规

则的束缚和一切制度化的秩序，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。
南来大马的华人多数单枪匹马，最容易依据的认同层次就是建立在

共同方言基础上的"同乡"（颜清道1991: 148)。由于方言群在语言和

风俗上有诸多差异，在缺乏了解和无法沟通的情况下，他们W方言群为划

分方式，组成各自的群体（麦留芳1987: 108)。作为重要的地缘因素，

建立在不同层次的"籍贵"观念上的"同乡"就成为人际交往和获取屯、理

归属感的重要途径。"老乡认同"往往表现为情感归属，归属可为个体提

供属于某一群体的也理安全感、社会情感支持等屯、理需要的满足。情感归

属最直接的就是对家乡方言的认同，这种方言所形成的内群体偏好就是对

优势方言的一种情感依附和社会认同（张海钟、姜永志2010: 3-8)。在方

言群的认同之下，则是籍贯的不同层级的认同。籍贯可W分为府（州）、

县、都（或乡）、社（或村）等层次。由于死亡者具有偶然性，墓碑的出

现在概率论上具有随机性，因此我们可1^通过对其籍贯的分析，作为进一

步认识华人内部情况的一个依据。这个方法不仅对早期马六甲华人史适

用，对1900年W来的大马华人区域史依然适用。

自然，明清、民国时期籍贯的现代地点肯定还在，但是随着20世纪

的政权更迭，地方行政区划也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不少县份、村社的名称都
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如果明清籍贯的现代位置没有搞清楚，那么最后的结
论就会非常危险。因此，具体考证南来华人记忆中的籍贯现代具体地点，
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《集录》列有《乾隆时期古墓墓主祖籍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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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（页56-62)、《嘉庆时期古墓墓主祖籍统计表》（页76-79)，非常

方便学界使用。"学术乃天下之公器"，笔者不避求疵之嫌，仅就墓碑上

的清代"籍贯"略举几例，W期引起学界的重视。

1、福建地名发生错谢：(1)溪头，《集录》标注"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？ /福建省宁德市古

田县凤都镇溪头村？"（页58)。

"泉州府"为明清行政区划，"宁德市"为当今行政区划，不宜古

今"穿越"。事实上，"溪头"为"溪头社"的简称。前述明代淳州乡村

多实行"都-社"制度，清代虽然改为"都-保"制，但民间依然使用明代

的基层"社"的称谓。清代龙溪县十二、十呈两都统辖14个社，其中就

有"溪头社"（政协福建省淳州市萝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2007:

25)。现为緯州市龙海市浮宫镇管辖。

(2)普贤，《集录》标注"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白中镇普贤村？"

(页59)。

今龙海市海澄镇西北有豆巷行政村，下辖8个自然村，其中有"普
贤狂"，230户907人，其中林姓227户893人（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2007： 387)。该村多姓"林"，墓主为"林将"，来自此处追无异议。(3)凤坡，《集录》标注"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诗山镇凤坡村？ /福

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诗山镇凤坡村？"（页59)。

南安市凤坡村有九成左右人口姓梁，系南末丞相梁克家派下梁妈保于
公元1403年从泉州迁居繁衍而来，已有600年历史。墓主"梁顺风"也正
姓"梁"，来自前者无疑。

(4)东园，《集录》标注"福建省泉州府"（页76)。

1917年，刘惟明曾为换城林如德夫人撰写墓志，云"吾闽海澄县东园

社林母邱夫人名红锻"（张少宽2004: 299)，可知"东园"为淳州海澄
县地名，非泉州地名。



190 宋燕鹏

2、福建地名错归广东

(1)新江，《集录》标注"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新江镇，广东省惠

州市博罗县新江村，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新江村，广东省灿尾市海丰县新

江村"（页59、77)。

"新江"是"新江社"的简称，为清代璋州府海澄县所管辖，今属

龙海市新按村。19世纪榜城五大姓中大名鼎鼎的"邱氏龙山堂"之邱氏即

是"新江社"人。前述榜城林如德夫人即为海澄县"新江社邱丙湖先生之

长女"（张少宽2004: 299)。墓主"邱天盛"姓"邱"，他非广东人，

来自福建淳州海澄治无异议。

(2)掛情，《集录》标注"广东省广州府"（页59)。

据台湾陈姓家谱记载为"淳州府淳蒲县圳尾社"（何标2009: 128)，

"清蒲县"即淳浦县之i化。圳尾现属龙海市东园镇过田行政村管辖。而墓

主"陈朝弼"、"陈苏虎"恰好也皆姓‘‘陈"。

3、福建地名错归其他省份

(1)曾桥，《集录》标注"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檀江乡曾桥村"（页
60)。

今龙海市东园镇东宝行政村，原名东头村，1993年改今名。下辖有过

河、树兜、东头顶、下社、曾桥等9个自然村。曾桥社为邱姓聚居地。墓

主"邱次旋"恰好也姓"邱"。可证"曾桥"原为淳州府龙溪县地名。

(2)鹏程，《集录》标注"湖南省类底市新化县"（页60、78)。

除了湖南省类底市外，清代福建长乐县有"医灵行宫在十^l都鹏程

村"（李骑主纂1994: 174)。二者之间，福建省靠海，因此笔者认为该

村为福建地名。

(3)峨山，《集录》分别标注为"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"（页60)

和"未能查知省份"（页78)。

除了云南的峨山县，中国现有峨山村众多，分布在福建福安市、安徽

省灵璧县、河北省顺平县、山东省栖霞市、湖北省武穴市、广西壮族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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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来宾市、安徽省繁昌县等等地区。如果依照送些地名是无法认定的。所

幸马六甲发现的陈齐贤家族之《峨山陈氏族谱》能解决这一问题，该谱首

云"福建省泉州府始祖开基店前，自跟惠公传世迁移澄州府，建南院，分

支海澄县。"（无撰者：《峨山陈氏族谱》无年代）可定"峨山"为海澄

县地名，与云南无关。

4、福建地名错归不可知

(1)官巧，《集录》认为"未能查知省份"（页61)。

清代龙溪县徐氏源流，"玉江田尾社徐姓开基祖徐钩祥，……元末

明初从古溪迁徙龙溪廿八都官化（官域，今称田尾）开基，建祠'追远

堂'。"（政协福建省龙海市委员会2008: 429)可知"官巧"为清代淳

州府龙溪县地名。兰宝山上标识为"官巧"的徐氏墓碑有31个（范立言
2000: 73)。可见马六甲徐氏皆来源于此，很可能是一个宗族。

(2)上马，《集录》认为"未能查知省份"（页61)。

而在南靖县梅江乡有"上马社"，居民多为马姓，明初由永定县西洋

坪迁入（谢重光2008: 191)。墓主"马散远"，也正好是姓"马"。

(3)庄山，《集录》认为"未能查知省份"（页78)。

清末安溪县有一卖妻契约："立出改嫁字人安溪庄山社楼仔盾陈

(钦河）"（傅衣凌2008: 269)。可知"庄山"为安溪县地名。

(4)谢仓，《集录》认为"未能查知省份"（页79)。

"谢仓"为海澄县地名。《峨山陈氏族谱》云十九世陈齐贤娶"海澄

县谢仓社蔡锡胤之女"。可知"谢仓"为璋州府海澄县地名。

四、结论

墓碑对于早期华人史研究的重要意义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对其做
搜集整理，并进一步深入研究，往往不是个人力量所能达到。因此，利用

集体的力量来做墓碑的整理，并且出版W嘉惠学界，是令人赞叹的。《集

录》的出版，直接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17-19世纪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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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资料。自然该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，但其对大马华人史研究所带来的

冲击是显而易见的。该书不仅提供了新的材料，也提醒了学界票集中力

量对华人墓碑进行整理的必要性。大马华人义山众多，如果有朝一日将全

部墓碑整理出来，大马华人史的中文研巧将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所1^^兑《集

录》一书开辟了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巧的新局面，是恰如其分的。

参考文献

毛远明2009。《碑刻文献学》。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黄金明2005。《汉魏晋南北朝谏碑文研究》。化京：中华书局。
张少宽1997。《榜掷呜福建公冢及家冢碑铭集》。新加坡：亚洲研究学会。

2004。《孙中山与庇能会议》。模城：南洋田野研究窒。
白伟权2011。《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迂与整合（1855-1942)》。台湾师

范大学地理系硕壬论文。
顾诚1997。《南明史》。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谭元亨2005。《客家圣典：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》。深圳：海天出版社。
黄鼎松1998。《苗栗的开拓与史绩》。新竹：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
巧孝通1988。《乡主中国•生育制度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颜清遣著、粟明鲜等译1991。《新马华人社会史》。北京：中国华侨出版公司。
麦留芳1987。《方言群认同：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

研究所。
张海钟、姜永志2010。〈中国人老乡观念的区域跨文化如理学解析>。《宁夏大学学

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3: 3-8。

政协福建省溝州市萝城区委员会提窠与文史委员会2007。《萝城文史资料》。第18
辑，总第％辑。

龙海市地方志编签委员会2007。《龙诲村社》。无出版社。
陈渝钩2009。〈二十世纪一个台湾家庭的悲欢岁月> ,载何标主编《老北京台湾人的

故事》。北京：台海出版社。
福建省地方志编寡委员会，（民国）李骑主签1994。《长乐县志》（上册）。福州：

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佚名（无年代）。《峨山陈氏族谱》。手抄本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。
政协福建省龙海市委员会编2008。《龙海姓氏》。无出版社。
佚名2000。〈马六甲最大么塚王侮山与日落洞义山〉，载范立言主编《马来西亚华人

义山资料汇编》。吉隆坡：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（华总）。
谢重光2008。《客家文化述论》。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傅衣凌2008。《休治室治史文稿朴编》。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

